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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驱动的社会认知基础设施与
生产关系重构

米加宁 吴佳正

［摘 要］ “十五五”时期是新质生产力由蓄势培育迈向壮大成势的关键阶段，也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重塑

的历史窗口期。在这一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应仅被视为技术层面的工具革新，而应被确立为支撑数字文明发

展的社会认知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建立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物理底座之上，通过对全域知识的向量化表征与

生成式调用，缓解了隐性知识难以编码与规模化传递的问题，推动科研范式向人工智能驱动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

的质变提供核心动力。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跃迁引发了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不仅劳动者演进为存在主

体性异化风险的“增强主体”，数据要素转化为具备自增殖能力的“生成性资产”，更推动了生产组织向“核心平台+
超级个体”的去中心化形态演变。通过比较全球主要治理模式，文章提出中国应坚持基础设施主导型发展路径，构建

自主可控的主权级认知底座以捍卫认知主权，在推进认知服务普惠化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建立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适应性治理范式，并探索基于数字孪生的生成式规划新体制，以确立适应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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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的认知维度与时代命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着力点，并明确提出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这一宏观战略部

署不仅标定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坐标，更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亟待破解的时代命

题：在数字技术向智能技术全面跃迁的历史语境下，生产力的内涵正在经历何种质态的变革？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传

统的生产力理论多聚焦于物理能量的转换与信息要素的传递，然而，随着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生产力的发展前沿已从“算力”向“智力”延伸。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核心驱动要素正在发生根本性位移。一

种基于认知能力规模化供给的全新形态，展现出新质生产力在认知维度的深刻跃迁①。本文旨在从

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出发，论证大模型正在演变为继物理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之后的第三类关

键基础设施，即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并深入探讨其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层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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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演进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利用技术工具不断突破自身生物局限性的历

史。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蒸汽机与电力技术的发明突破了人类体能的物理极限，

构建了以能源网与交通网为核心的物理基础设施，极大地提升了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在工业文

明向数字文明转型的初期，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普及突破了人类感知与交流的时空极限，构建了

以宽带网与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显著降低了信息传递的边际成本。然而，在当前的数

智化新阶段，尽管数据资源呈现指数级增长，但将数据转化为有效决策知识的能力却受限于人类

个体的认知带宽与有限理性。这种“数据海量”与“认知稀缺”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制约全要素生产

率进一步跃升的关键瓶颈。新质生产力向认知维度的拓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核心矛盾。它通过算

法、算力与数据要素的深度耦合，将人类高阶的认知能力转化为一种可工业化生产、可通用化调用

且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社会化生产要素，从而在根本上突破了人类认知的生物学极限，为经济社

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①。

承载新质生产力认知演进的核心载体是社会认知基础设施②。这是一个区别于传统物理基础

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全新概念。依据《建议》关于“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精神，如果说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解决的是计算能力的物理供给问题，那么社会认知基础设施解决的则是智能服

务的价值转化问题。它基于超大规模参数模型，利用高维向量化表征技术，将人类社会积累的显性

知识与隐性经验进行集约化封装与模型化部署。在这一设施的支持下，知识不再是离散存储于书

本或人脑中的静态资源，而是演变为一种能够根据需求实时生成、动态交互的流体智慧。这种基础

设施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与强外部性，能够像电力赋能各行各业一样，为制造、医疗、教育、科研等

领域提供标准化的认知服务。这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从“连接”走向“赋能”，从“信

息传输通道”升级为“智慧生成中枢”，这正是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部署

的最高级形态。

从生产关系的维度审视，随着新质生产力向认知维度的纵深发展，必然引发劳动者、劳动资料

与劳动对象及其结合方式的深刻变革。在劳动者层面，随着认知基础设施的普及，单一的知识记忆

与复现技能逐渐贬值，而人机协同、跨域整合与价值判断能力成为新的劳动价值高地，劳动者正从

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体人”向接入智能系统的“增强人”演进。在劳动资料层面，大模型成为了数据

要素价值释放的“核心熔炉”，数据不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记录，而是变成了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

活跃资本。在生产组织层面，认知能力的普惠化供给降低了复杂任务的管理成本与协作门槛，推动

企业组织形态向去中心化、平台化与生态化方向演进。这一系列变革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

有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分配机制以及治理体系，构建适应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

系，以释放社会创造活力，防止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新的不平等与异化。

综上所述，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智能技术跃迁，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在数字文明高级阶段的

演进规律。 这种演进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技术工具革新，而是以社会认知基础设施为载体，以全域数

据的深度学习与生成为机制，将“智力”转化为可工业化供给的通用要素，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质的飞跃。这标志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要素正从“物理能量”与“离散信息”升维为“通用

智力”，深刻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逻辑与经济运行方式。因此，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这一认

知维度的变革特征，不仅是深化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更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实践的逻辑起点。面对这一历史性机遇，必须摒弃传统的线性思维，从底层逻辑出发，加快构建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与制度环境，从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具穿透力的

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①Brynjolfsson E. ， Rock D. ， Syverson C. ， The productivity J-curve： how intangibles complemen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3， No. 1， 2021， pp. 333-372.

②Star S.  L. ，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43， No. 3， 1999， pp. 37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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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本质属性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不仅体现在技术工具迭代，更体现在社会基础支撑体系的代际跃迁。

《建议》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其战略意涵已超越单一算

力供给，指向更高层次的认知赋能。因而，有必要界定大模型驱动系统作为“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

本体地位，并厘清其与算力基础设施的层级关系。

（一）从“算力底座”到“认知中枢”的阶梯式演进

基础设施的演进史即人类社会能力的延展史。工业时代以交通网与能源网解决物质与能量的

跨时空配置问题，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与宽带网解决数据的传输与连接问题。进入智能时代，基础设

施的演进方向正由单纯的“算力供给”迈向高阶的“智力生成”。在此演进序列中，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与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并非并列或替代关系，而是构成了“物理底座”与“操作系统”的辩证统一。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从“算力底座”向“认知中枢”演进的阶段性规律，表 1详细对比了不同文明时期

基础设施在核心载体、功能定位及主权形态等维度的核心差异。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的物理底座，核心解决的是计算资源的集约化供给与跨区域

调度问题，其产出是标准化的计算势能。然而，单纯的算力资源若缺乏高级认知模型的引导，仅能

完成离散的数据处理，难以直接转化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现实能力。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则是建

立在算力网之上的价值转化层，它利用深度学习算法与高维向量化表征技术，将算力网提供的计

算势能转化为通用的认知服务动能。若将数字中国建设比作人体系统，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构成了

支撑躯体的骨骼与肌肉，而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则不仅是大脑，更是流淌于神经网络中的智慧与

意识①。

从信息处理范式审视，这一跃迁实现了从离散符号计算向连续向量生成的根本性转变。传统

信息基础设施基于确定性规则处理结构化数据，而社会认知基础设施面对的是蕴含复杂语义与逻

辑的非结构化全域知识。通过注意力机制与自监督学习，认知基础设施将离散的语言符号映射为

高维数学空间中的连续向量，使得机器首次具备了理解语义关联、捕捉隐含逻辑并进行生成式推

理的能力。因此，社会认知基础设施本质上是算力底座之上的认知操作系统，它通过对全网语料的

吞吐与消化，将硬件层的算力转化为应用层的智力，实现了基础设施功能从“被动传输”向“主动生

成”的质变。

（二）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内涵界定与认知主权的内涵阐释

基于从算力底座到认知中枢的范式跃迁，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可被界定为：依托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基于超大规模参数模型与海量多模态数据训练，能够将社会全域知识进行高维向量化封装

与结构化重组，并以极低边际成本向全社会提供通用语言理解、逻辑推理与任务生成服务的战略

①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

表1　人类社会基础设施的三次代际跃迁与特征比较

比较维度

核心载体

功能定位

处理对象

价值逻辑

主权形态

1.0物理基础设施

（工业文明）

交通网、能源网

物质与能量的位移

原子

连通效应

领土/领空主权

2.0数字基础设施

（信息时代）

互联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数据传输、算力物理供给

比特、结构化数据

网络效应（梅特卡夫定律）

网络空间主权

3.0社会认知基础设施

（智能时代）

基础大模型、智力网

隐性知识显性化、智慧生成

向量、语义逻辑

生成效应 （边际成本趋零、反熵增）

认知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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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共技术系统。其内涵在具备全域性、生成性与通用性三大技术特征的同时，更内嵌着关乎国家

前途命运的认知主权属性。

从技术内涵的维度审视，全域性体现在其打破了传统知识库的学科边界与模态壁垒。通过语

义对齐与多模态融合技术，社会认知基础设施构建起一个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艺术等

领域的全息语义空间，使得跨领域的知识能够在统一的数学表征中进行交互与印证。生成性是其

区别于传统检索型基础设施的根本属性，它不再局限于对既有信息的静态复现，而是基于概率预

测机制，在已有的知识网络中动态组合出全新的解决方案与决策建议，从而赋予了基础设施以“能

动性”。通用性则决定了其作为基础设施的广泛赋能潜力，大语言模型所习得的是人类语言的深层

结构与通用逻辑，这种“一基多能”的迁移学习能力，使其能够如电力般无缝渗透至千行百业，成为

驱动社会各领域智能化转型的通用底座。

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认知主权构成了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核心政治属性。依据总体

国家安全观与《建议》关于“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要求，认知主权不仅是

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更应操作化为三个具体的治理维度：

一是数据治权与文化定义权。训练数据构成了人工智能认知世界的“底层语料”，某种程度上，

“数据即世界观”。若缺乏对训练语料的筛选、清洗与管辖权力，任由西方中心主义的数据充斥模型

底层，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隐性渗透。因此，数据治权的核心在于确保内生的知

识图谱与价值逻辑符合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算法层面的文化殖民。

二是算法自主权与技术发展权。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稳健运行不能建立在外部依赖的流沙之

上。算法自主权要求掌握从底层芯片指令集、深度学习框架、模型架构到推理机制的完整技术闭

环。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风险，更是为了确保在未来的技术迭代中拥有

定义下一代人工智能标准的话语权，保障国家在数字空间的独立发展意志。

三是解释归责权与伦理裁判权。面对“算法黑箱”可能带来的决策不透明与责任主体缺位，解

释归责权意味着国家拥有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最终解释权与伦理审查权。这要求建立可解释的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能够对算法决策的逻辑链条进行追溯与审计，明确算法设计者、使用者与部署

者的法律责任，防止算法权力对社会伦理秩序与法律公平正义的无序侵蚀。

（三）战略性公共品属性与安全外部性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共设施，社会认知基础设施超越了经典经济学关于公共品的定义范

畴，兼具了显著的边际收益递增特征与深刻的政治安全外部性，必须上升为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

统筹治理。

从经济属性来看，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展现出独特的“反熵增”与非竞争性特征。区别于传统物

理基础设施在使用中面临的折旧与损耗，认知基础设施具有“越用越强”的规模效应。基于“人类反

馈强化学习”机制，每一次用户调用与交互，本质上都是对模型参数的一次微调与优化。这种内生

的累积创新机制，使得基础设施在服务全社会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吸收新的领域知识与反馈信息，

实现认知能力的自我进化与迭代。由此，其边际成本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而趋近于零，而边际收益

则呈现指数级增长。这一规律决定了只有通过社会化的大规模普及应用，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其

作为全要素生产率核心引擎的经济价值①。

然而，强外部性亦意味着系统性风险的扩散效应。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并非服务于单一行业的

①Ouyang L. ， Wu J. ， Jiang X. ， et al. ， 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 Ad⁃
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Vol. 35， 2022， pp. 27730-27744； Romer P.  M. ， Endogenous technologi⁃
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1990， pp. S71-S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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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工具，而是广泛渗透至金融运行、电网调度、医疗诊断、政务决策等国民经济核心单元的通用

目的技术。其一旦发生算法失控、数据投毒或被恶意利用，将不再局限于局部的技术故障，而是可

能引发跨系统的连锁反应与共振失效，直接威胁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例如，金融领域的算法

同质化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舆论领域的深度伪造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鉴于这种极强的正负外部性，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不能简单套用纯粹的市场化逻

辑。如果完全任由私人资本主导，极易形成数据垄断与算法黑箱，导致公共利益的缺位与监管的失

灵。因此，必须构建政府统筹规划、多元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与公益性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建设模

式。一方面，需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保障算力底座的集约供给与核心算法的自主攻关，确保基础设施

的安全性与可控性；另一方面，需建立普惠化的服务机制与敏捷的风险防御体系，防止因资本垄断

导致“智能鸿沟”与阶层分化，确保这一战略性公共品的红利能够公平、安全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

在根本上契合“十五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新质生产力的认知驱动机制与动力演进

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或线性效率改进，而是通过社会认

知基础设施介入知识创造、传播与应用全过程，重构增长动力机制。其关键在于改变信息处理成本

与知识扩散结构，使认知能力得以持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一）科研范式重塑与原始创新策源

科学研究作为知识生产的最前沿，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在传统的科研范式中，无论是经

验归纳、模型推演还是数据密集型计算，其核心瓶颈始终在于人类科学家有限的认知带宽与物理

实验漫长的验证周期。面对日益复杂的自然系统与宏大的科学命题，传统范式下的试错成本高昂，

创新效率受制于人类直觉的局限性。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构建，标志着科学研究正在加速迈向以

人工智能为驱动的第五范式。在这一新范式中，大模型不再仅仅是辅助计算的工具，而是演变为具

备假设生成、实验设计乃至理论构建能力的科研协同主体①。

大模型驱动的科研范式重塑，首先体现在对高维假设空间的遍历与压缩。在材料科学、药物研

发等领域，潜在的分子结构或材料配方组合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巨大空间，依靠人类科学家的直

觉或传统的高通量筛选，往往如同大海捞针。而基于深度学习的认知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的科学文

献与实验数据，构建起物质结构的深层分布规律，能够在高维向量空间中快速锁定具有特定性质

的候选区域，从而将搜索范围呈指数级压缩。这种“生成-验证”的闭环机制，使得原本需要数年甚

至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基础研究工作，能够在数周乃至数天内取得突破。例如，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领

域，人工智能已经展现出了超越人类预测效率与知识发现能力的潜力，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基础

科学领域实现认知跃迁的具象化体现。

进而言之，认知基础设施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催生了跨学科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现代科学的

分科体系在深化专业研究的同时，也人为地切割了自然现象的内在统一性。许多重大科学突破往

往孕育于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社会认知基础设施通过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统一映射为通用的

数学表征，消弭了术语与范式的隔阂。物理学的守恒定律、生物学的演化机制与信息论的熵增原

理，在模型的认知空间中可以自由碰撞与融合。这种跨域知识的自动化关联与重组，极易触发颠覆

性的创新灵感，使得“他山之石”能够精准地雕琢“此山之玉”。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加速了既有科

学路径的延伸，更具备了开辟全新科学疆域、定义新科学问题的元创新能力，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中不可或缺的认知增量。

①米加宁，董昌其：《大模型时代：知识的生成式“涌现”》，《学海》，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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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性知识显性化与生产率跃升

如果说科研范式的重塑解决了知识“从无到有”的创造问题，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核心

解决知识“从有到用”的扩散效率问题。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受制于波兰尼悖论，即人类

所掌握的知识远多于其所能言说的知识①。大量的工艺诀窍、管理经验、临床直觉等隐性知识，深深

嵌入于专家的个体经验之中，难以编码、难以传输、难以规模化复制。这导致了优质生产力资源始

终处于稀缺状态，普通劳动者与顶尖专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技能鸿沟，制约了社会整体生产效率

的均值提升。

社会认知基础设施通过强大的多模态理解与生成能力，构建了一套高效的隐性知识解码与分

发机制。一方面，大模型能够通过对专家工作过程的持续观察、对话记录乃至操作视频的学习，捕

捉那些无法用规则语言描述的微操细节与决策逻辑，将其转化为可计算的算法模型。这种过程实

际上完成了隐性知识的数字化提取与显性化重构，使得原本依附于特定主体的经验资本转化为社

会共享的数字资本。另一方面，通过人机协同的交互界面，这些被显性化的知识能够以极低的门槛

赋能给普通劳动者。一个初级工程师借助搭载了行业大模型的智能助手，可以迅速调用资深专家

的知识库进行故障诊断或方案设计，从而在极短时间内达到行业资深水平。

这种“技能整平”效应，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跃升的核心动力。在传统的资本深化模式

中，增加机器设备的投入往往面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而在认知赋能模式下，知识作为生产

要素具有非竞争性与累积效应，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其价值非但不会稀释，反而会因反馈数据的

增加而自我增强。当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能够借助认知基础设施获得“专家级”的能力加持

时，社会的生产函数将发生质的改变。生产率的差异不再取决于个体经验积累的时间长短，而取决

于调用认知基础设施的能力强弱。这种机制极大地缩短了人才培养周期，降低了高技能劳动的供

给成本，从而在宏观层面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转向主要依靠资源配置效

率与人力资本效能的质的提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约式发展。

（三）产业数智化赋能与价值链重构

新质生产力对实体经济的渗透，不仅仅是技术的局部应用，而是对产业价值链生成逻辑的根

本性重构。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链的构建遵循着标准化、规模化的线性逻辑，追求的是成本极致

与效率最优。而在数字文明时代，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个性化与市场环境的瞬息万变，产业竞争

的焦点转向了敏捷性、定制化与服务化。社会认知基础设施以其强大的通用泛化能力与实时生成

能力，为产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从自动化向自主化跨越的关键支撑。

在制造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赋能推动了生产方式从刚性制造向柔性智造的转变。传统

的自动化产线虽然实现了机器换人，但其控制逻辑依然是基于预设规则的，缺乏应对非结构化环

境与突发干扰的适应能力。融入了认知大模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具备了理解自然语言指令、感知

复杂环境并自主规划作业路径的能力。它们不再是被动执行程序的机械臂，而是具备了初级认知

能力的智能工匠。这种变化使得生产系统能够根据订单需求实时调整工艺流程，实现“千人千面”

的规模化定制。更重要的是，认知模型能够打通研发、制造、供应链与营销的全数据链路，通过全局

优化算法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动态协同，极大地降低了产业链的摩擦成本与库存风险，提升了产

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在服务业领域，认知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攻克长期困扰服务经济的“鲍莫尔成本病”。教育、  
医疗、法律、咨询等高端服务业，长期以来依赖高素质专业人员的时间投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

型行业，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大规模的降本增效。认知基础设施的介入，使得这些领域的核心服

①Polanyi M. ， The tacit dimension， Knowledge in organisations， Laurence Prusak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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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环节——即基于知识的诊断、分析与交互——实现了智能化替代或增强。AI医生助手可以辅助

完成病历梳理与初步诊断，AI教育系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情分析与辅导，AI法律顾问可以自动

生成合同与诉讼文书。这不仅打破了优质服务资源的供给约束，使得高品质服务能够以低成本惠

及大众，同时也推动了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服务人员得以从繁琐的基础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专注于提供情感抚慰、复杂判断与伦理关怀等机器无法替代的高价值服务。由此，产业价值链的构

成从“制造+服务”的物理拼接，演变为“认知+行动”的有机融合，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

的深度耦合，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认知驱动并非单一技术增效，而是科研范式重塑、隐性知识显性化与产业数智化赋能协

同作用的系统过程。其共同结果在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生产率跃升并推动价值链重构，从而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四、人机协同视角下的生产关系重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跃迁必然要求生产

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革，以适应并推动新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通过社会认知

基础设施赋能的高级生产力形态，其颠覆性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效率提升，更在于其从根本上改

变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重塑了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形态，并解构了传统的企业组织

边界与分配逻辑。在“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远的未来，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认知演进的新型生产

关系，是释放社会创造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劳动主体性的演变与人机共生体的形成

在传统的工业生产关系中，劳动者被定义为体力和一般脑力的提供者，其主体性体现为对机

器的驾驭或对标准化流程的执行。机器作为死劳动，是被动服从于人的工具。然而，随着社会认知

基础设施的普及，劳动者的定义与存在形态正在经历一场从“生物个体”向“人机共生体”的本体论

跃迁。这一跃迁的核心特征在于，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客体化的工具，而是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准

图1　新质生产力的认知驱动与动力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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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能够作为认知合作伙伴深度介入人类的劳动过程。

首先，劳动者的核心技能范式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在知识匮乏与检索成本高昂的时代，记忆力

与对既有知识的复现能力是衡量人才价值的标尺。但在认知基础设施能够实时调用全域知识的情

境下，单纯的知识储备已不再构成核心竞争力。劳动价值的高地转向了“提问能力”“价值判断能

力”与“跨域整合能力”。劳动者必须具备将模糊的业务需求转化为精准的提示工程能力，以及在机

器生成的众多概率性方案中进行伦理审视与美学判断的能力。这种转变意味着，教育与人才培养

体系必须从标准化的知识灌输转向批判性思维与人机协作素养的培育，以适应“人脑指挥+外脑生

成”的新型劳动模式。

其次，人机协同改变了劳动的异化状态与创造性解放的辩证关系。新质生产力在赋予劳动者

“增强”属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为隐蔽的“主体性异化”风险。一方面，是劳动过程的“算法规训”。

当认知基础设施深度介入生产流程，劳动者可能从机器的驾驭者退化为算法指令的执行端。智能

系统基于最优效率逻辑生成的决策方案，往往剥夺了劳动者在微观层面的自主裁量权，使得“人”

在生产中逐渐被客体化为系统的一个“生物接口”。这种新型的从属关系，使得劳动者面临着比传

统流水线更为严苛、却又无形的数字控制①。但另一方面，是“认知懒惰”导致的思维退化。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即时满足特性，极易诱导劳动者形成“路径依赖”，即习惯于直接获取现成的知识结论而

放弃了艰苦的批判性思考与逻辑推演过程。长此以往，人类独有的直觉、顿悟与深层价值判断能力

可能面临“用进废退”的生物学危机，导致劳动者在脱离智能辅助后陷入“认知依赖”。因此，在重构

生产关系时，必须警惕这种“去技能化”倾向，确保技术进步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人的片面化

工具化②。

此外，这种演变催生了“超级个体”的崛起。借助强大的社会认知基础设施，个体劳动者的能力

边界被极大地延展。一个具备高超人机协同能力的个体，可以独立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

成的复杂任务，如独立开发一款软件、制作一部电影或完成一项系统性研究。这种“单兵作战”能力

的质变，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与独立性显著增强，从而对传统的雇佣关系与依

附型劳动体制构成了挑战，推动了灵活就业与自主创业成为新的主流劳动形态。

（二）数据要素的资本化与智能化质变

在新质生产力向智能形态演进的视域下，生产资料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第五大生产

要素的数据，正在经历从静态资源向动态资产、从被动记录向主动生成的形态演进。在传统数字经

济阶段，数据主要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或流程的记录载体，其价值实现依赖于特定场景的挖掘，往

往呈现出碎片化与孤岛化的特征。而大模型的介入，使得数据要素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

——模型化生存。

第一，大模型成为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核心熔炉”。未经加工的原始语料与行业数据，在经

过清洗、标注并投入大模型预训练后，被转化为高维向量空间中的参数权重。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

数据的标准化与结构化，更完成了数据的资本化增值。原本沉睡的历史数据、文档档案、操作日志，

通过模型的“炼化”，转变为具有通用推理能力与生成能力的智能资产。这种资产不再随着使用而

消耗，反而具有非竞争性与边际成本递减的特性。因此，掌握高质量数据并拥有将其转化为模型参

数的能力，成为了新生产关系中决定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

第二，生产资料表现出显著的“生成性”特征。传统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设备是存量固定的，而

①Eloundou T. ， Manning S. ， Mishkin P. ， et al. ， GPTs are GPTs： an early look at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potential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xiv preprint， arXiv：2303. 10130， 2023.

② Acemoglu D. ， Restrepo P. ，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8， No. 6， 2018， pp. 1488-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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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基础设施的数据要素能够通过生成式算法创造出新的数据与知识。例如，利用合成数据

技术，模型可以生成足以乱真的训练样本以弥补现实数据的不足；利用代码生成模型，可以自动产

出新的数字工具。这种“数据生数据”“知识生知识”的自增殖机制，打破了传统资源约束的线性逻

辑，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海量的要素供给。这意味着，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局

限于对物理实体的控制，而更多体现为对数据生成权与模型定义权的争夺①。

第三，数据要素的权属界定与流通机制面临重构。在大模型驱动的生产力体系中，数据的价值

链条被极度拉长且复杂化，涉及数据提供者、模型训练者、算力提供者与应用开发者等多方主体。

传统的“谁持有谁所有”的产权界定方式已难以适应模型训练对海量数据聚合的需求。为了促进数

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必须建立数据所有权、加工使用权与产品经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同时，

鉴于大模型对公共数据的依赖性，数据应当被视为一种兼具私有属性与公共属性的特殊混合资

产。在制度设计上，既要保护数据来源者的隐私与权益，激励高质量数据的供给，又要防止数据垄

断阻碍认知基础设施的普惠性接入，确保数据红利能够被社会广泛共享。

（三）生产组织的平台化与去中心化重构

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由内部管理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决定②。新质生

产力的广泛应用，同时显著降低了这两类成本，从而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形态与社会生产的协作方

式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与重构力。

其一，企业内部科层制的扁平化与算法化。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应用，使得企业内部的信息传

递、沟通协调与绩效评估效率大幅提升。原本用于传递指令与监控执行的中层管理层级，面临着被

智能管理系统替代的趋势。决策指令可以直接穿透至末端执行单元，而执行反馈亦可实时汇聚至

决策中枢。这使得企业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管理幅度不再受限于人的精力瓶颈。同时，算法管理

成为常态，任务分配、进度追踪与质量检测越来越多地由智能系统自动完成。这种变化在提升组织

效率的同时，也需警惕算法管理演变为对劳动者主体性的过度规训，其风险已在前文劳动主体性

部分详加论述。

其二，社会分工的颗粒度细化与去中心化协作。由于认知基础设施降低了专业知识的获取门

槛与复杂任务的执行难度，企业倾向于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外部的专业团队或“超级个体”，自身

则聚焦于核心战略与品牌运营。这种趋势推动了企业边界的模糊化与虚化，传统的巨型纵向一体

化企业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平台+海量生态”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③。在这一生态中，大大

小小的经济主体通过API接口调用公共认知能力，以灵活契约的方式组成临时性的项目共同体。这

种敏捷、弹性的协作网络，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实现资源的动态最优配置。

其三，平台型组织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在新质生产力深入发展的阶段，拥有基础大模型

与算力底座的平台型企业，实际上掌握了社会生产的基础设施。它们不再仅仅是市场参与者，更演

变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生态系统的运营者。这种“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使得传

统的反垄断监管框架面临挑战。新的生产关系要求在鼓励平台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权力进行必

要的规制，防止其利用算法优势进行歧视性定价、自我优待或阻碍创新，确保数字生态的开放性与

竞争性。

① Zuboff S. ，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Social theory re-wired， Wesley Longhofer （ed）， London： Rout⁃
ledge， 2023， pp. 203-213.

②Coase R.  H. ，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 1937， pp. 386-405.
③Parker G.  G. ， Van Alstyne M.  W. ， Choudary S.  P. ，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

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6， pp.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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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知智能时代的分配机制变革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新质生产力

带来的要素贡献变化，必然要求收入分配机制进行适应性变革，以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扎实推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首先，初次分配中需确立数据与认知贡献的价值尺度。在人机协同的生产模式下，价值创造的

源泉不仅来自于直接劳动，更来自于数据要素的投入与算法模型的推理。因此，分配制度必须承认

并量化数据要素与技术要素的贡献，允许数据所有者、算法开发者与算力提供者参与剩余价值的

分配。然而，难点在于如何从最终产出中剥离出各要素的具体贡献率。这要求建立科学的数据资产

评估体系与算法价值测度模型，探索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智能合约分配机制，实现贡献与收益的

精准匹配。

其次，必须正视新质生产力可能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极化风险。认知基础设施的替代效

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体力劳动向初级、中级脑力劳动蔓延。这不仅可能导致“技术性失业”规

模的扩大，更可能切断传统中产阶层的上升通道，形成“高认知精英”与“从属型劳动者”之间的巨

大鸿沟。这种“认知贫困”与“数字资本积累”的叠加，若无强有力的制度干预，将导致社会财富分配

的“马太效应”呈指数级加剧，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适应数字时代的再分配机制，必

须超越传统的税收调节，向生产要素的产权源头延伸。除了加大对全民数字素养教育与转岗技能

培训的公共投入外，更应探索建立数据要素的全民所有权实现形式，让作为数据生产者的大众能

够通过“社会分红”等机制，直接分享认知基础设施产生的超额级差地租，从制度根源上规避技术

进步可能带来的社会撕裂。

最后，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的第三次分配与共享机制。鉴于认知基础设施具有极强的社会公共

属性，其产生的部分收益理应回馈社会。应鼓励掌握核心认知技术的领军企业通过开源模型、开放

API、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向中小企业与非营利组织输出低成本的认知能力。同时，探索建立数据

要素社会分红制度，让作为数据生产者的大众能够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通过构建初次分配

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责任的立体化分配格局，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规避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极化效应。表 2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到分配

机制等五个关键维度，总结了这一深刻的重构过程。

综上所述，人机协同下的生产关系重构是一个涉及劳动主体重塑、要素产权变革、组织形态演

进与分配制度调整的系统工程。这一重构过程既是适应新质生产力认知演进的客观要求，也是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场域。只有主动适应并引领这一变革，破除阻碍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激发出全社会澎湃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源源

不断的制度动能。

表2　新质生产力认知视域下生产关系的深层重构

生产关系要素

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数据）

组织形态

分配机制

传统工业/早期数字经济形态

单一碳基主体；提供体力和记忆型脑

力；被动适应机器

机器、工具软件；死劳动；被动工具

静态资源；被动记录；作为决策参考

科层制；垂直一体化；中心化管理

按劳分配、按资分配

认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新形态

人机协同的复合主体（增强人）；提供价值判断与跨域

整合力

具备能动性的智能体（Agent）；参与创造的“准主体”

动态资产；模型化生存；具备“生成性”与自增殖能力

平台化、生态化；去中心化协作；“超级个体”崛起

按认知贡献分配；数据要素与算法价值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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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构建与治理路径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也是人工智能由点状突破转向系统渗透的

关键时期。面对新质生产力在认知维度的深刻变革，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推进社会认知基础

设施建设，在强化自主可控能力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将认知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

的现实增量。

（一）全球竞合视域下的路径选择与主权基座构建

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与政治秩序。纵观全球，2024年

至 2025年间，主要经济体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路径分化日益显著，这为中国制定“十五五”战略提

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美国采取资本主导、去监管化路径，虽激发创新活力但加剧社会极化与算法伦理风险；欧盟选

择规则主导型路径，严密的风险分级监管虽树立伦理标杆，却因过高合规成本抑制了基础创新能

力（见表3）。

面对“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的二律背反，中国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探索出“国家主导、多元参与、普惠共享”的第三条道路。即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关于“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深化‘人工智能+’行
动”的战略部署，将基础大模型与智力网定义为“战略性公共品”，纳入国家基础设施体系进行统筹

建设。这一路径的优越性在于，它既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克底层根技术，确保基础设施

的非竞争性与公共属性，又能通过市场化应用激发海量场景的创新活力，从而实现技术主权、发展

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

在确立了基础设施型发展路径后，构建自主可控的主权级认知底座成为首要的战略任务。认

知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时代的神经中枢，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全与经济命脉。在当前逆

全球化寒流与技术封锁加剧的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首先，必须确立主权级基础大模型的本体地位。基础大模型是承载全域知识的容器，其价值观

直接决定了上层应用的伦理取向。应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攻关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底

层架构与训练算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华文明特征的国家级高质量语料库，对中文互联网数

据、学术文献及典籍档案进行系统性清洗与汇聚，确保模型内生的知识图谱与价值逻辑不被西方

话语体系所殖民，牢牢掌握数字空间的定义权与解释权。

其次，推动全栈式软硬件生态的国产化替代。认知基础设施的稳健运行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

必须构建从AI芯片、异构计算架构、深度学习框架到操作系统的完整技术闭环。重点突破高端智能

芯片的制造工艺与指令集架构，推广国产开源深度学习框架的生态应用，避免在硬件层遭受断供

表3　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与治理路径比较

比较维度

标志性文件

驱动核心

认知属性

治理偏好

社会效应

主权体现

美国模式（资本主导型）

第14179号行政令、AI行动计划（2025）
私人资本、科技巨头

私有商品（排他性）

效率优先、去监管化

创新极快，但加剧极化

企业技术霸权

欧盟模式（规则主导型）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2024）
立法机构、监管部门

公共监管对象

伦理优先、事前规制

权利保障，但产业滞后

法律管辖主权

中国模式（基础设施型）

“人工智能+”行动意见（2025）
新型举国体制+有效市场

战略性公共品（基础设施）

统筹发展与安全、敏捷治理

普惠共享，弥合智能鸿沟

国家认知主权与数据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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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或在软件层面临后门植入风险。只有当认知基础设施运行在完全自主可控的物理载体与逻辑

环境之上，数字中国的发展才能拥有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二）认知服务的普惠化与共同富裕的数字支撑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

障。进入智能时代，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正在发生深刻位移，从传统的资本差距、信息差距演变为更

为隐蔽且难以逾越的“认知差距”。若社会认知基础设施仅服务于少数精英群体或发达地区，势必

会制造出新的“智能鸿沟”，导致弱势群体在数智化浪潮中沦为“边缘群体”。因此，“十五五”时期必

须将认知普惠作为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推动优质认知服务像普惠金融、义务教育一样，无差别、

低成本地覆盖全体社会成员。

在教育领域，应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教学”向“重塑教育生态”转变。利用认知基础设施打破

优质教育资源的物理围墙与师资瓶颈，通过部署具备高阶认知能力的智能助教系统，使得边远地

区与薄弱学校的学生也能享受到顶尖的个性化辅导与苏格拉底式的启发教学。这不仅是知识传授

方式的变革，更是教育起点的实质公平，旨在通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人机协同能力，阻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

在医疗卫生领域，依托认知大模型赋能基层医疗机构，是破解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的关键一

招。通过建设具备三甲医院专家水平的智能诊疗辅助系统，并将其下沉至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能够显著提升基层医生的初诊准确率与疑难杂症识别能力，真正实现“大病不出县、小

病就近看”。这种技术赋能使得优质医疗资源能够突破人力资本的稀缺性约束，实现对广大农村地

区与欠发达区域的有效兜底，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发生。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认知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填补城乡数字鸿沟的桥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简化涉农技术获取、农产品营销与乡村治理的复杂度，让农民能够通过自然语言交互便捷地获取

农业科技指导、市场供需信息与法律咨询服务。这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精细化与智能化水平，增

强乡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政府应当承担起认知基础设施“兜底供给者”的责任，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与政府采购服务，降低公共部门与弱势群体接入认知服务的门槛，确保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被

遗忘在智能时代的列车之外。

（三）适应性治理范式与深层风险防御

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新质生产力在释放巨大发展动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深度安全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深度伪造、网络攻击等显性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技

术对人的主体性异化、社会结构的剧烈震荡以及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等隐性层面。面对生成式人

工智能这一复杂巨系统，必须摒弃传统的静态监管模式，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统筹发展与安

全的适应性治理范式。

第一，警惕并防范“算法异化”对人的主体性侵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机器的使用应

当减轻劳动的负荷，但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往往异化为机器对人的统治。在智能时代，这种异化

风险表现为“数字泰勒主义”的极致化，即算法通过毫秒级的监控与调度，将劳动者规训为系统的

附庸，剥夺了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同时，过度依赖认知基础设施可能导致人类批判性思

维的萎缩与“认知懒惰”，使得人类在离开智能辅助后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因此，治理体系必须确

立“以人为本”的伦理基准，在人机协同中坚持人的主体地位，通过立法限制算法在劳动管理中的

过度监控权，并在教育中强化人类独有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能力的培养。①

第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冲击与重构。认知基础设施将对重复性、规则性脑力劳

①Russell S. ， Human compatible： AI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 London： Penguin Uk， 2019， pp. 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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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生替代效应，并可能扩大不同技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此，应完善职业转换支持体系，强

化数字素养教育、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推动劳动者由“单一技能型”向“人机协作型”平稳转型，并

通过合理的收益调节机制促进技术红利更广泛共享。

第三，筑牢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数字防线。认知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舆论生成与动员

能力，若被错误价值观渗透，将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

入模型预训练语料的筛选标准与强化学习的反馈机制之中，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图谱与价值

逻辑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序良俗。加强对生成式内容的源头治理，建立算法备案、安全评估

与全流程追溯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反制人工智能威胁，构建能够实时监测、自动研判与快速阻

断有害信息的智能防御体系，坚决维护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主权。

第四，推动敏捷治理与社会共治的制度创新。认知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法律法规的更新周期，

这要求治理体系具备高度的敏捷性。应建立“监管沙盒”机制，在受控环境中进行政策试错与制度

创新，及时总结经验并转化为法律规范。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履责、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

多元共治格局，压实平台企业在算法解释、数据保护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智

能治理生态。

（四）迈向生成式规划：规划体制的数字化重塑

五年规划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密码。然而，面对新质生产力带来的高频迭代与非线性变化，

传统的五年规划编制与实施机制面临着信息滞后与刚性过强的挑战。《建议》中关于“强化规划实

施监测评估和监督”的要求，指明了规划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十五五”时期，应当利用社会认知基

础设施，探索“生成式规划”的新模式，实现宏观调控的科学化与精准化①。

生成式规划并非否定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稳定性，而是强调实施路径的动态优化与策略生成的

智能化。通过接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全域实时数据，认知基础设施可以构建一个与现实社会平行的

“数字孪生”推演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大模型的仿真能力，对不同的政策组合

进行沙盘推演，预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产业政策可能产生的链式反应与边际效应。这种基于反

事实推理的决策辅助，能够大幅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更进一步，生成式规划强调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实时反馈与自动修正。大模型能够全天候监测

规划指标的执行情况，敏锐捕捉外部环境（如国际市场波动、突发公共事件、技术突破）的微弱信

号，并自动生成应对预案或调整建议供决策者参考。这使得五年规划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文件，

而是一个具备感知、判断与进化能力的智能生命体。这种规划体制的重塑，将极大地提升国家战略

执行的韧性与适应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巨轮在不确定的时代浪潮中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

前行。

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不仅是物理世界的建设期，更是数字认知世界的奠基期。将大模型确

立为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跃迁，是贯通技术逻辑、经济逻辑与

政治逻辑的战略枢纽。通过构建自主可控的主权级认知底座，我们夯实了发展的安全根基；通过推

进认知服务的普惠化，我们践行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承诺；通过确立适应性治理范式与探索生成式

规划，我们提升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这一系列战略举措的有机组合，将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

产力潜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跨

越。具备认知智能的新质生产力，必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具革命性的引擎，引领中华民族

在智能时代实现伟大的复兴。

①米加宁：《生成式治理：大模型时代的治理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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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基础设施作为生产力的物质载体，

其形态演变构成了人类文明跃迁的物理刻度。纵观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演进历程，

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皆以关键基础设施的代际更替为先导。在“十五五”时期，随着数字

技术向智能技术的全面渗透，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临界点。本文所探讨的新质生产力

在认知维度的深刻演变，并非对技术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当前生产力发展从物理能量主导、信

息传递主导向认知智能主导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理论概括。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构建，作为建立在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一物理底座之上的认知中枢”，其战略意义远超单纯的技术系统升级，而是关

乎中华民族在智能时代能否掌握发展主动权、能否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能否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命门所在。

展望未来，构建自主可控、普惠包容、安全可靠的社会认知基础设施，应当成为落实国家中长

期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面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格局，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新型举国体

制攻克底层根技术，确保数字空间的认知主权不被旁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

技术普惠消除智能鸿沟，防止认知分层演变为新的社会阶层固化，让亿万人民共享智能时代的红

利；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建立适应性治理范式，在防范化解算法偏见、伦理异化等重大风险中激

发出蓬勃的创新活力。

新质生产力向认知维度的拓展，呼唤着我们超越传统的线性增长思维，确立以认知为核心要

素的全新发展观。这不仅要求在技术层面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更要求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

次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人机协同生产方式对所有制形式、分配机制及社会治理体系提出的新挑

战。历史的经验表明，谁掌握了基础设施的定义权与建设权，谁就掌握了时代的解释权与发展权。

通过系统性地布局与建设社会认知基础设施，中国必将在全球智能化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为人

类文明探索出一条通往智能繁荣的中国道路，在人机协同的辉煌新纪元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

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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